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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生成式人工智能队友如何影响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 

基于团队过程的视角* 

郑  宇 1  谌  怡 2  吴月燕 3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3) (2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长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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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亦称生成式 AI)技术为支撑的生成式 AI 智能体具有令人惊叹的智能涌现能力, 可

以帮助人类突破思维定势, 成为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新成员——生成式 AI 队友。但其商业实践效果及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却存在争议。本研究遵循团队效能 IPO 模型的理论逻辑框架, 针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发散−

收敛−形成”三个阶段, 分 3 个研究从团队视角深入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的影响。其

中, 研究 1 聚焦创意发散阶段, 从团队任务过程视角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抑制作用的认知固化机制, 并识别其

缓解策略; 研究 2 关注创意收敛阶段, 从团队情感过程视角探讨生成式 AI 队友强化作用的社会认同机制, 并

提出其增强策略; 研究 3 针对创意形成阶段, 系统探索生成式 AI 队友的双刃剑效应, 并构建其应对策略。本

研究突破了前人仅从个体层面探讨 AI 智能体影响的研究局限, 将人机协作策略由一人一机情境拓展至多人一

机情景, 不仅为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有效利用生成式 AI 队友提供了实践启示, 也为我国政府全面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新产品开发团队, 新产品创意生成, 人机团队协作策略 

分类号  B849: C93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顶尖科技的代表 ,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亦称生成式 AI)技术为支撑的

生成式 AI 智能体具有令人惊叹的智能涌现能力, 

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随着生成对

抗网络(GANs)、变分自编码器(VAEs)、Transformer

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底层算法模型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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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嵌入式智能工具(如 DeepSeek、ChatGPT)、虚

拟机器人(如讯飞虚拟人、Soul Machines2)、实体

机器人(如索菲亚3、米卡4)等为表现形式的生成式

AI 智能体(罗映宇 等, 2023)能够快速生成文本、

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的新内容, 具备了

高效率、多样化的内容创造能力。面对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强调, 必须大规模推动企业在设计、

生产、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应用人工智能新技术, 

构建新型企业组织结构和运营方式。“人工智能+”

也被首次写入《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由于生成式 AI 智能体不仅可以使用自然语 

                     
2 Soul Machines. https://www.soulmachines.com/ 
3 索菲亚以智能机器人身份获得沙特阿拉伯国籍。 
4 米卡以智能机器人身份成为波兰企业 Dictador 的首席执

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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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成式 AI 队友示意图 
注：图中一人一机情景指一个人类与一个生成式 AI 智能体进行协作, 多人一机情景指多个人类同时与一个生成式 AI 智能

体进行互动合作(Dennis et al., 2023; 许为 等, 2024)。其中, 生成式 AI 智能体以生成式 AI 技术底层算法模型为支撑, 具有

嵌入式智能工具、虚拟机器人、实体机器人等表现形式(罗映宇 等, 2023)。图中以虚拟机器人形象作为生成式 AI 智能体示

例。图中  表示生成式 AI 队友同时与多个人类成员进行双向交互,  表示人类成员间进行双向沟通。 
 

言与人类进行双向交互, 还能利用全局信息快速

创造新内容, 帮助人类突破思维定势, 企业纷纷

将其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团队创意实践, 让多个人

类团队成员同时与生成式 AI 智能体组队式互动, 

共同生成新产品创意(何贵兵 等, 2022; 许为 等, 

2024), 由此形成了人机协作的多人一机新情景。

生成式 AI 智能体也成为了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

的重要新成员——生成式 AI 队友(如图 1 所示)。

例如, 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典型代表 ChatGPT 上线

了团队功能(ChatGPT Team), 允许多个人类团队

成员共享同一个 ChatGPT 对话框, 并同时与其进

行组队式互动5。换言之, 这个类似于群聊的功能

允许所有人类团队成员都能实时可见其他成员与

ChatGPT 的交互内容, 并随时参与此内容的进一

步互动讨论。此时, ChatGPT 扮演了一个独立团队

成员的角色, 成为人类成员团队合作的新伙伴(许

为 等, 2024)。此外, Soul Machines 公司开发的虚

拟机器人也已经成为人类团队的重要虚拟成员 , 

可以像人类团队成员一样独立参与团队互动与合

作(Dennis et al., 2023)。以此为技术支撑, Stitch 

Fix 公司让生成式 AI 智能体加入设计师团队共同

设计新服装(Harreis et al., 2023), 一家英国零售商

企业的创意团队由人类成员与生成式 AI 队友一

起设计全新的内容营销方案 (Raisch & Fomina, 

2024)。 

                     

5 ChatGPT Team. 2025-02-06 取自 https://openai.com/chatgpt/ 
team/ 

虽然生成式 AI 队友逐渐成为企业新产品开

发团队的重要新成员, 但其商业实践效果却并不

尽如人意, 其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也存在争议。例

如, 拥有生成式 AI 队友的时尚企业创意团队生成

的创意设计被质疑没有创造力灵魂(Harreis et al., 

2023), 艺术设计团队人类成员与 Midjourney 共同

创作的艺术作品被抨击缺乏情感表达 (Hutson, 

2023), GitHub Copilot6加入团队反而导致软件开

发团队设计的代码存在难以察觉的漏洞(Nataraj, 

2022), 生成式 AI 队友的加入可能会使数字广告

企业创意团队再也无法设计出爆款广告语 (多

里·克拉克, 托马斯·查莫罗·普雷穆日奇, 2023)。

不仅如此, 初步研究也表明, ChatGPT的使用会缩

小人类的创造力差异(Noy & Zhang, 2023), 实体

智能机器人队友会使人类团队成员表现出“从众

效应” (Qin et al., 2022)。 

生成式 AI 队友可以帮助人类团队成员突破

思维定势, 本应有助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提升

创造力, 为什么实践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生成

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的影响机制究

竟如何？新产品开发团队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利用

生成式 AI 队友提升创意绩效？显然, 以上问题不

仅是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管理问题, 也是我国能

否有效引导企业在核心业务环节应用人工智能新

                     

6 GitHub Copilot 是微软公司与 OpenAI 公司共同推出的一

款生成式 AI 编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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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如期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目标的

重要阻碍。 

与人类团队成员不同, 生成式 AI 队友具有其

独特的认知与社会特征。它的加入改变了新产品

开发团队的团队构成, 可能会对人类团队成员互

动与合作的团队过程(Dennis et al., 2023), 乃至团

队最终的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产生深刻的影响。

具体而言, 生成式 AI 队友虽然展现出类人的理解

与创造能力(李宁, 邓文明, 2023), 但它与人类团

队成员在认知方式和内容创造逻辑上存在本质差

异(Raisch & Fomina, 2024), 其超强的信息处理与

逻辑阐述能力可能会影响人类团队成员的思维与

互动(Brodbeck et al., 2007)。与此同时, 生成式 AI

队友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团队成员进行互动, 

但又与人类团队成员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属

(Złotowski et al., 2017), 其独特的社会特征也可

能会对人类团队成员的社会互动与合作产生影响

(Dennis et al., 2023)。因此, 作为新产品开发团队

新成员, 生成式 AI 队友以其独特的个体特征改变

了团队原有构成, 可能会对人类团队成员的互动

与合作, 以及团队最终的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产

生深刻的影响。 

遗憾的是, 现有研究对生成式 AI 队友在新产

品开发团队中的角色影响关注不足, 既未系统解

析其如何重塑人类成员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 也

缺乏对多人一机协同实践的策略探索。具体而言, 

现有研究一是聚焦于全是人类成员的新产品开发

团队, 探究了其团队构成特征与成员个体特质的

影响。如团队成员的专业领域和认知多样化程度

的影响(Criscuolo et al., 2017), 以及富有创造力的

团队成员和关注细节的团队成员发挥的作用

(Miron-spektor et al., 2011), 缺乏对生成式 AI 队

友作为新产品开发团队新成员的影响的重点关注

(吴小龙 等, 2023); 二是侧重于从个体层面揭示

AI 智能体对个体心理或行为的影响机制, 如 AI

智能体可以帮助人类个体克服僵化思维, 摆脱认

知路径依赖(托因·伊彭 等, 2023), 但也会增强人

类个体的身份威胁感(Złotowski et al., 2017)、工作

威胁感(王才 等, 2019)等, 尚未从团队层面揭示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团队互动与合作的影

响机理; 三是重点关注一人一机情景的人机协作

策略, 如 AI 智能体辅助模式、AI 智能体合作模式

与 AI 智能体主导模式(Fugener et al., 2022), 忽视

了多人一机情境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策略。 

由此可见, 虽然生成式 AI 队友成为了新的团

队成员, 新产品开发团队也由此出现了新型团队

模式, 但现有研究尚未涉及这种新型团队模式中

生成式 AI 队友不同于人类成员的认知与社会特

征, 将如何影响团队内人类队友互动和合作的团

队过程, 以及最终的团队创意生成绩效。现有研

究也在呼吁学者们共同深入探究生成式 AI 智能

体对人类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影响, 构建多人一机

情境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策略(许为  等 , 

2024; Dennis et al., 2023)。基于此, 本研究以团队

视角下的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

绩效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将从团队过程视角揭示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团队互动与合作的作

用机制, 构建多人一机情境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

合作策略, 为新产品开发团队合理利用生成式 AI

队友 , 我国政府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提供理论

见解与实践启示。 

2  文献综述 

2.1  人工智能新发展：生成式 AI 相关研究 

人工智能(亦称 AI)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受瞩目

的顶尖科技之一。毋庸置疑, AI 技术的发展对社

会生产效率、企业价值创造模式, 乃至人类生活

方式都将带来颠覆性影响(李树文 等, 2023; 姚加

权 等, 2024)。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对 AI 技术的

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梳理, 对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

新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如下： 

第一, 现有研究对 AI 技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

细致梳理, 认清了 AI 技术由分析式 AI 技术向生

成式 AI 技术进化的发展态势。早期 AI 技术主要

集中于监督式与无监督式机器学习, 被称为分析

式 AI 技术。此时, AI 技术的底层算法模型主要包

括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决策树等, 依赖于结构

化数据进行模型构建, 从而完成快速、准确、可

重复的简单决策(Duan et al., 2019; Shrestha et al., 

2019), 主要应用于特定领域的决策支持, 如金融

预测、医疗诊断等。随着生成对抗网络(GANs)等

算法模型的突破性进展, 以嵌入式智能工具、虚

拟机器人、实体机器人等为表现形式的生成式 AI

智能体具备了高效率、多样化的内容创造能力 , 

标志着 AI 技术由仅能分析与预测的分析式 AI 技

术进化发展成为能够通过复杂建模完成创造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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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输出的生成式 AI 技术(Dwivedi et al., 2023)。与

分析式 AI 技术相比, 生成式 AI 技术通过大语言

模型、长短期记忆(LSTM)模型等复杂算法模型, 

不仅赋予了生成式 AI 智能体使用自然语言与人

类双向交互的沟通能力, 甚至还让其拥有了突破

人类思维局限的创造潜力 (Kushwaha & Kar, 

2021)。 

第二, 现有研究对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新特征

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认知与社会两个方面刻画了

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基本特征。从认知层面来看, 

虽然生成式 AI 智能体展现了类人的理解与创造

能力(李宁, 邓文明, 2023), 但它与人类在认知方

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 生成式 AI 智能体基

于海量数据分析获取信息 , 理论上拥有全局知

识。这使得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内容创造将不会受

认知路径依赖的限制。另一方面, 生成式 AI 智能

体内容创造的本质是基于概率的知识重组, 并不

具有基于经验无意识处理产生的直觉。这意味着

尽管生成式 AI 智能体在信息处理与知识重组等

方面可能会超越人类, 但真正需要直觉思维与想

象力的创造性任务, 人类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Raisch & Fomina, 2024)。从社会层面来看, 生成

式 AI 智能体虽然具有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双向

交互的沟通能力, 但其感知善意缺失可能会对人

类社会互动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Dennis et al., 

2023)。人类的社会互动与合作是极其复杂的, 不

仅有语言交流, 还包括非言语沟通、情感表达等

方面。分析式 AI 技术作为单纯的决策支持工具, 

对人类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影响十分有限, 主要限

定于特定应用领域(Shrestha et al., 2019)。与之不

同, 以生成式 AI 技术为支撑的生成式 AI 智能体

具有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互动与合作的潜力, 特别

是在教育、娱乐、创意等产业(Dennis et al., 2023)。 

2.2  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相关研究 

鉴于团队不仅可以突破个体的认知局限, 还

能通过成员间互动与合作产生意想不到的新创意, 

企业通常会组建团队生成新产品创意。现有国内

外相关研究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进行了深入探

究, 但生成式 AI 队友作为新产品开发团队新成员, 

其不同于人类成员的特征对团队内人类队友的互

动与合作, 以及团队最终的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

的影响尚有待探索, 具体如下： 

第一, 现有研究聚焦于全是人类成员的新产

品开发团队, 深入探讨了其团队构成特征与成员

个体特质等团队因素对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的影

响。从构成特征来看, 新产品开发团队的专业领

域以及认知多样化程度会显著提升其创意绩效

(Criscuolo et al., 2017); 从成员的个体特质来看, 

富有创造力的团队成员能够有效提升团队新产品

创意新颖性, 关注细节的团队成员则会阻碍团队

生成高新颖性的新产品创意(Miron-spektor et al., 

2011)。 

第二, 现有研究开始关注 AI 智能体对新产品

创意生成绩效的影响, 通过案例研究尝试性探索

其可能的整体作用。肖静华等人(2018)将 AI 智能

体视为普通消费者的数字化身, 通过案例研究探

讨了 AI 智能体为新产品开发团队提供普通消费

者需求信息对于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的提升作用

机理。但是, 该研究仅将 AI 智能体视为信息提供

工具, 并未将其视为新产品开发团队新成员。在

此基础上 , 吴小龙等人(2023)通过案例研究探讨

了人与 AI 智能体协同的新产品创意生成模式。但

是, 该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探讨 AI 智能体对新产

品创意生成的影响, 并未从团队层面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的作用机理。 

2.3  人机协作相关研究 

随着 AI 技术由分析式 AI 技术向生成式 AI

技术进化发展, AI 智能体已经从单纯的决策支持

工具转变为人类的合作伙伴(何贵兵 等, 2022)。

由此, AI 智能体对人类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 

以及人机协作策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许为 等, 2024)。但是,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

员团队互动与合作的作用机理, 以及多人一机情

境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策略尚有待深入探

究。具体如下： 

第一, 现有研究从心理与行为两个方面探究

了 AI 智能体对人类个体层面的影响。从心理层面

来看, AI 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普及将人类以外

的机器智能体纳入人类社会, 不仅威胁了人类个

体的感知独特性(Złotowski et al., 2017), 还会不

可避免地引发人类个体对于工作问题的担忧, 增

加工作威胁感 (王才  等 , 2019; Hentout et al., 

2019)。同时, AI 智能体的使用也会对人类个体的

情绪状态、社交需求等心理信任感产生负向影响, 

导致人类个体要么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 产生“算

法青睐”, 要么厌恶 AI 智能体, 产生“算法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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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映宇 等, 2023)。从行为层面来看, AI 智能体可

以帮助人类个体克服僵化思维, 摆脱认知路径依

赖(托因·伊彭 等, 2023), 从更多样化的视角解决

问题, 但 AI 智能体的拟人性又会影响人类个体对

AI 智能体的情感联系及后续协作行为(Mahzoon 

et al., 2019)。 

第二, 现有研究从 AI 智能体的角色与作用两

个角度探讨了一人一机情景的人机协作策略。从

AI 智能体的角色来看, 人机协作模式可以区分为

AI 智能体辅助模式、AI 智能体合作模式与 AI 智

能体主导模式三种类型 (任宗强 , 刘冉 , 2017; 

Fugener et al., 2022; Metcalf et al., 2019)。从 AI 智

能体的作用来看, 人机协作过程中 AI 智能体可以

发挥替代、增强、修改、重塑四种不同作用(Metcalf 

et al., 2019)。 

第三, 现有研究开始关注 AI 智能体作为一个

独立团队成员参与多个人类成员团队互动与合作

的多人一机情景(许为 等, 2024), 并初步探讨了

AI智能体对团队内人类队友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影

响(Dennis et al., 2023)。例如, 当人类成员感知到

AI 队友缺乏善意时, 团队冲突水平可能显著上升

(Dennis et al., 2023)。但相关研究刚刚开始起步, 

团队层面 AI 队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多人一机

情境的 AI 队友团队合作策略尚有诸多问题亟需

学者们共同深入探究(许为 等, 2024; Dennis et al., 

2023)。 

2.4  团队效能模型相关研究 

团队效能模型, 也称团队有效性理论, 是聚

焦于团队成员的个体特征、企业赋予团队的各种

资源如何通过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依赖与协作, 进

而作用于团队绩效的理论框架体系。根据团队效

能模型, 团队过程作为连接团队输入与团队输出

的关键中介机制, 主要由任务过程和情感过程两

个核心维度构成。其中, 团队任务过程是指团队

成员共同完成团队任务或团队工作的认知互动过

程; 团队情感过程则是指团队成员建立、增强与

调解团队心理与情感状态的社会情感互动过程

(Mathieu et al., 2008)。 

虽然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团队效能模型相

关研究不断深入 , 理论模型框架也不断完善

(Klotz et al., 2014)。但是, 团队效能模型对技术因

素一直秉持工具观 , 仅将其视为团队支持工具 , 

探讨它在理论模型框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目前, 

生成式 AI 队友已经成为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的

重要新成员, 并以其不同于人类团队成员的认知

与社会特征改变了团队原有构成, 可能会对人类

团队成员互动与合作的团队过程, 乃至最终的团

队绩效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 研究者亟需突破

团队效能模型相关研究的现有局限, 将生成式 AI

队友(技术因素)作为团队输入, 探究其对团队过

程, 以及最终的团队输出的直接作用。 

2.5  小结 

随着 AI 技术底层算法模型的突破性进展, 生

成式 AI 智能体可以像人类团队成员一样, 独立参

与多个人类成员的团队互动与合作, 成为了人类

成员团队合作的新伙伴(许为 等, 2024), 形成了

人机协作的多人一机新情景(Dennis et al., 2023)。

以此为技术支撑, 企业纷纷将生成式 AI 智能体作

为新产品开发团队的重要新成员—生成式 AI 队

友。但是, 生成式 AI 队友在内容创造逻辑等认知

特征(Raisch & Fomina, 2024), 以及社会类属等社

会特征方面(Złotowski et al., 2017)与人类团队成

员截然不同。它的加入改变了新产品开发团队原

有的团队构成, 可能会对人类团队成员互动与合

作的团队过程, 乃至团队最终的新产品创意生成

绩效产生深刻的影响。遗憾的是, 现有研究呈现

三重脱节：其一, 新产品开发团队研究囿于全人

类成员情境, 忽视了 AI 智能体加入的新型团队模

式; 其二 , AI 智能体研究滞留于个体层面分析 , 

缺乏团队整体视角; 其三, 人机协作研究局限于

二元人机交互, 未拓展至多元人机团队。这种割

裂状态导致新产品开发团队中生成式 AI 队友的

团队价值难以被准确评估：既无法解释其如何通

过改变人类团队成员认知互动(如创意激发)影响

创新绩效, 也难以指导多人一机情境生成式 AI 队

友团队合作策略设计。同时, 重构包含技术因素

的团队效能模型理论框架也已成为当务之急。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以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

生成绩效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基于团队效能 IPO

模型的理论逻辑 , 围绕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发

散−收敛−形成”三个阶段 , 设计了三个层层递进

的研究, 如图 2 所示。具体如下： 

研究 1：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发散的抑

制机制及缓解策略。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始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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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总体研究逻辑框架图 
 

意发散阶段, 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程度决定了该

阶段的团队绩效表现。研究 1 拟从团队任务过程

视角, 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提出多

样程度的抑制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将揭示团

队认知固化的中介作用, 并探究团队合作模式对

抑制效应的缓解作用。 

研究 2：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收敛的增

强机制及强化策略。创意收敛阶段是团队新产品

创意生成的中间阶段, 团队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

程度决定了该阶段的团队绩效表现。研究 2 拟从

团队情感过程视角, 探讨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

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的增强效应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将揭示团队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 并探讨团

队多样化信念对增强效应的强化作用。 

研究 3：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人类成员创意互

动对新产品创意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及应对策略。

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终于创意形成阶段, 创意生

成速度与生成质量是团队新产品创意绩效的最终

体现。在研究 1 与研究 2 的基础上, 研究 3 拟探

索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的人类成员创意互动(创意

提出多样程度和创意采择聚合程度)对创意生成

速度的提升作用、对创意生成质量的减弱作用及

其内在机制。同时, 研究还将探究生成式 AI 技能

培训的调节作用。 

特别要说明的是, 团队创意发散阶段与创意

收敛阶段是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两个阶段, 团

队任务过程与情感过程也是相互依存, 不断转化

的两个团队过程; 但限于本研究篇幅有限, 不对创

意生成的两个阶段、团队互动的两个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行探讨, 留待后续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3.1  研究 1：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发散的抑

制机制及缓解策略 

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始于团队成员针对某一

特定问题, 通过不同途径和方法、寻求尽可能多样

化解决方案的创意发散阶段(Kaufman & Beghetto, 

2009)。此时, 成员提出的创意的多样程度决定了

团队绩效表现。研究 1 拟从团队任务过程视角, 深

入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团队成员创意提出

多样程度的抑制作用, 揭示团队认知固化的中介

作用, 探讨团队合作模式的缓解作用。研究 1 理

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现有研究表明, 虽然生成式 AI 队友展现了类

人的理解与创造能力(李宁, 邓文明, 2023), 但它

与人类团队成员在认知方式上仍存在明显差异。

一方面, 生成式 AI 队友是基于海量数据分析获取

信息, 理论上其不仅拥有全局信息, 内容创造也

不会受路径依赖的限制 (Raisch & Krakowski, 

2021)。因此, 针对某一特定问题, 生成式 AI 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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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 1 理论模型图 
 

不受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使它们比人类队友搜

索更广阔的信息空间, 并基于分析、关联与重组

逻辑, 提出更多样化的解决方案(玛丽亚姆·阿拉

维 , 乔治·韦斯特曼 , 2023; Raisch & Fomina, 

2024)。另一方面, 生成式 AI 队友内容创造的本质

是基于概率的已有信息重组, 并不能完全跳脱现

有数据分析产生的信息空间, 真正创造出前所未

有的知识(多里·克拉克, 托马斯·查莫罗·普雷

穆日奇, 2023)。因此, 相比于生成式 AI 队友, 人类

队友因其具有基于过往经验的无意识处理而产生

的直觉(Kihlstrom, 1987), 在创造真正全新的问题

解决方案上仍具有优势(Raisch & Fomina, 2024)。 

虽然从个体层面来看, 生成式 AI 智能体可以

通过其超强的信息处理及信息重组能力, 形成已

有信息之间的新关联, 提出让人类个体大开眼界

的多样化问题解决方案 (玛丽亚姆·阿拉维 , 乔

治·韦斯特曼, 2023), 进而帮助人类个体克服僵化

思维, 摆脱认知路径依赖(托因·伊彭 等, 2023)。

但从团队层面来看,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超强的信息分析、重组与追溯能力更有利于

它通过数据分析、关联信息与逻辑证据的阐述 , 

说服团队内其他人类成员相信其观点(Brodbeck 

et al., 2007), 进而限制人类团队成员的思维(周详, 

2021), 促使整个团队形成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解决

方案的一致认知。不仅如此, 生成式 AI 队友超强

的数据分析与逻辑证据阐述能力还可能导致团队

陷入数据与逻辑佐证的状态中, 不利于团队内其

他人类成员提出自己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独特直

觉(Brodbeck et al., 2007), 因为人类的直觉产生于

过往经验的无意识处理(Kihlstrom, 1987), 很难用

数据与逻辑去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产生这样的直

觉, 以及为什么一个人的直觉与另一个人的不同

(Eling et al., 2015)。也就是说,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

成式 AI 队友不仅会促使其他人类团队成员形成

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致认知, 还可能

会阻碍他们提出自己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独特想

法。此时, 团队相较于个体的认知多样化优势将

会被显著降低, 团队认知固化将会被显著提升。 

现有研究表明, 团队认知固化会显著降低人

类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程度(陈玮奕 等, 2019; 周

详, 2021)。具体而言, 高程度的团队认知固化意味

着人类团队成员过多地关注或被限制在其它成员

提出的创意中, 无法形成和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 

尤其是自己的直觉, 最终导致团队创意发散阶段

提出创意的多样化程度较低(周详, 2021)。与之相

反, 低程度的团队认知固化则意味着人类团队成

员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具有差异化认知。此时, 人

类团队成员提出的创意不仅多样化程度较高, 还

可能通过分享与互动产生意想不到的新创意。 

据此 , 本研究认为 , 相比于人类队友 , 生成

式 AI 队友将会提升团队认知固化, 进而降低人类

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程度。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1：生成式 AI 队友会降低人类成员创意

提出的多样程度。 

假设 2：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提出

多样程度的影响是通过团队认知固化的中介作用

产生的。 

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团队合作模式可以有效缓

解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团队成员思维的限制。企

业实践中, 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团队合作模式可分

为 名 义 式 (nominal group) 与 交 互 式 (interactive 

group)两种类型(Gallupe et al., 1991; Rietzschel 

et al., 2006)。其中, 名义式团队合作模式是指, 团

队成员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分别独自提出自己的创

意解决方案。此时, 团队创意即所有团队成员单

独提出的创意解决方案的总和 (Gallupe et al., 

1991)。交互式团队合作模式则是指, 团队成员针

对某一特定问题自由互动, 共同探索可能的创意

解决方案(Rietzschel et al., 2006)。现有研究表明, 

交互式团队合作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同一时间仅

能有一名团队成员发言, 团队内其他成员都处于

倾听状态(Diehl & Stroebe, 1987; Gallupe et al., 

1991)。这种特点将会进一步放大生成式 AI 队友

对人类团队成员思维的限制, 因为生成式 AI 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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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观点时, 其超强的数据分析与逻辑证据阐

述能力将会说服团队内其他人类成员相信其观点

(Brodbeck et al., 2007), 促使人类团队成员形成一

致认知(周详, 2021)。与之相反, 当新产品开发团

队采用名义式团队合作模式时, 团队成员将针对

某一特定问题分别独自提出自己的创意解决方

案。此时,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团队成员提出自

己独特想法的阻碍作用, 以及对人类成员形成一

致认知的促进作用将会被显著削弱。 

据此, 本研究认为, 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团队

合作模式将会对生成式 AI 队友与人类成员创意

提出多样程度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相比于

交互式团队合作模式, 名义式团队合作模式会弱

化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提出多样程度

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3：当团队合作模式为名义式(vs.交互式)

时,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提出多样程度

的抑制作用将会被弱化。 

3.2  研究 2：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收敛的增

强机制及强化策略 

创意收敛阶段是团队成员按照一定逻辑或思

考方向去伪存真, 寻求某一特定问题最优解决方

案的团队创意采择阶段, 是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

的中间阶段(Kaufman & Beghetto, 2009)。此时, 反

映团队成员是否更倾向于互相借鉴并采纳彼此观

点的创意采择聚合程度决定了团队绩效表现。研

究 2 拟从团队情感过程的视角, 深入探究生成式

AI队友对人类团队成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的增强

作用, 揭示团队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 探讨团队

多样化信念的强化作用。研究 2 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现有研究表明, 生成式 AI 队友具有不同于人

类队友的独特社会特征。具体而言, 以嵌入式智

能工具、虚拟机器人、实体机器人等为表现形式

的生成式 AI 智能体的内容创造能力都是以生成

式 AI 技术底层算法模型为支撑, 由海量数据信息

集合训练而成(罗映宇 等, 2023)。也就是说, 生成

式 AI 智能体的内容创造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判断与主观偏好(Dennis et al., 2023), 也不具备情

感感受与表达能力(Longoni et al., 2019), 对所有

事、所有人均是标准化的一视同仁。因此, 相比

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不会因政治因素、文

化因素、情感因素、价值观等主观偏好而针对某

一特定问题提出具有强烈主观态度的解决方案 , 

团队内其他人类成员感知其观点客观性更强

(Dennis et al., 2023), 说服力更大(Brodbeck et al., 

2007)。与此同时, 团队内其他人类成员也会感知

生成式 AI 队友缺乏善意(Dennis et al., 2023), 不

会对其产生包括情感交换在内的社会认同与社会

资源交换的预期(舒丽芳 等, 2024)。 

虽然从团队内人类成员个体与生成式 AI 队

友之间的关系来看,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会因社会类属的不同威胁到人类成员个体的

感知独特性(Złotowski et al., 2017), 进而促使人

类成员个体对其产生厌恶情绪(罗映宇 等, 2023), 

导致团队内人类成员个体与生成式 AI 队友之间

包括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感增加(何贵兵 等, 

2022)。但是, 从生成式 AI 队友加入团队后人类成

员间的关系来看, 当团队内所有人类成员个体感

知生成式 AI 队友的不同社会类属威胁到他们的

独特性时(Złotowski et al., 2017), 他们之间原本

由性别、政治、文化、社会地位、价值观等因素

引起的包括关系冲突、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 

将会转变为人类与机器智能体之间的高层次社会

类属冲突(罗映宇 等, 2023)。此时, 人类团队成员

感知彼此间由性别、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引发的

关系冲突、情感冲突等社会冲突将会被弱化(刘松

博 等, 2022)。不仅如此, 由于人类团队成员感知

到生成式 AI 队友缺乏善意(Dennis et al., 2023), 

不会对其产生社会资源交换的预期(舒丽芳  等 , 

2024), 生成式 AI 队友加入团队后, 人类团队成

员彼此间情感交换等社会资源交换与社会认同的

预期将会增强。此外, 当某个人类团队成员与生

成式 AI 队友意见相左时, 团队内其他成员更可能 
 

 
 

图 4  研究 2 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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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理解为“误解”, 而非“冲突” (Dennis et al., 

2023), 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情感因素、政治因素

等主观偏好才是包括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的

成因(Simons & Peterson, 2000), 而生成式 AI 队友

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不会受价值观、情感因素、

政治因素等主观偏好的影响(Dennis et al., 2023)。

也就是说,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加入

团队后, 人类团队成员感知到彼此间包括关系冲

突、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将会变少(Dennis et 

al., 2023)。综上所述,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队友的存在将会提升团队内人类成员的团队社

会认同感。 

现有研究表明, 团队社会认同会显著增强人

类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程度 ( 栾琨 , 谢小云 , 

2014)。人类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程度反映了人类

团队成员在创意采择过程中是否更倾向于互相借

鉴并采纳彼此观点, 形成针对某一特定问题最优

解决方案的一致意见。包括关系冲突、情感冲突

在内的激烈团队社会冲突会给人类团队成员带来

压力、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 导致他们之间产

生心理隔阂, 相互依赖程度降低, 不愿借鉴与采

纳彼此的观点(栾琨, 谢小云, 2014), 形成采择聚

合程度较低的创意收敛阶段。与之相反, 当人类

成员的团队社会认同感较高时, 彼此间包括情感

交换在内的社会资源交换的预期将会更强(栾琨, 

谢小云, 2014)。此时, 人类团队成员在创意采择过

程中更倾向于互相借鉴并采纳彼此观点, 快速形

成针对某一特定问题最优解决方案的一致意见。 

据此 , 本研究认为 , 相比于人类队友 , 生成

式 AI 队友将会提升团队社会认同, 进而增强人类

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程度。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4：生成式 AI 队友会增强人类成员创意

采择的聚合程度。 

假设 5：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采择

聚合程度的影响是通过团队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

产生的。 

团队多样化信念是影响团队成员对多样化队

友(生成式 AI 队友)的评价及后续合作行为的重要

因素(李倩 等, 2019; van Dick et al., 2008)。多样

化信念(diversity belief)是指人类个体在多大程度

上相信团队多样性会为团队绩效带来价值的看法

(李倩 等, 2019)。多样化信念高的团队成员认为

团队多样性是有价值的, 会对团队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进而积极参与团队多样性建设, 做出相应

的支持性行为; 反之, 多样化信念低的团队成员

则会对团队多样性持消极态度, 认为其不能甚至

会负向影响团队表现, 进而产生相应的消极抵抗

态度与行为(李倩 等, 2019; van Dick et al., 2008)。

当团队多样化信念较高时, 人类团队成员在主观

上对生成式 AI 队友持有积极态度, 愿意做出相应

的支持性行为(李倩 等, 2019), 这种信念将会进

一步放大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团队社会认

同感的提升作用, 因为当人类团队成员认同具有

不同社会类属的生成式 AI 队友的价值时, 他们对

生成式 AI 队友的厌恶情绪将会降低, 他们与生成

式 AI 队友之间包括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感

也会降低。与之相反, 当团队多样化信念较低时, 

人类团队成员在主观上会消极抵抗生成式 AI 队

友, 对其产生更强的厌恶情绪, 与生成式 AI 队友

之间包括情感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感也会增强 , 

这将会明显地削弱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团

队社会认同感的提升作用。 

据此, 本研究认为, 团队多样化信念将会对

生成式 AI 队友与人类成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之

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当团队多样化信念较高

时, 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

的正向影响将会被进一步强化。本研究提出假设

如下。 

假设 6：当团队多样化信念较高(vs.低)时, 生

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的增

强作用将会被强化。 

3.3  研究 3：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的人类成员创意

互动对新产品创意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及应

对策略 

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终于团队成员针对某一

特定问题, 经历创意发散与收敛之后, 最终达成

一致, 形成最优解决方案的创意形成阶段。团队

创意生成速度与创意生成质量是团队新产品创意

绩效的最终表现。研究 3 拟在研究 1 与研究 2 的

基础上, 探索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的人类成员创意

互动(创意提出多样程度和创意采择聚合程度)对

创意生成速度的提升作用, 对创意生成质量的减

弱作用, 揭示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的调节作用。研

究 3 理论模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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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 3 理论模型图 
注：虚框内为研究 1 与研究 2 的研究构想。 

 

在研究 1 的研究构想中, 本研究认为, 相比

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会显著降低人类团队

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程度。也就是说, 针对某一

特定问题, 生成式 AI 队友所在的团队, 其人类成

员在创意发散阶段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数量较

少。现有研究表明, 团队成员分享的不同问题解

决方案的数量越少, 团队成员共同形成问题最优

解决方案所消耗的认知资源就越少, 团队成员的

认知负担就越小(玛丽亚姆·阿拉维, 乔治·韦斯

特曼, 2023; Brodbeck et al., 2007)。此时, 人类团

队成员耗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完成数量较

小的问题解决方案的优劣势与可执行性的分享和

评估。由此, 团队创意生成速度将显著提升。但

是, 创意发散阶段团队成员提出的不同问题解决

方案的数量越少, 团队解决问题的视角就越单一, 

团队最终形成新颖、独特、有用的问题解决方案

的可能性就越低(王楠 等, 2021)。此时, 团队最终

生成新颖、独特、有用的高质量新产品创意的可

能性较小。由此, 团队创意生成质量将显著降低。 

在研究 2 的研究构想中, 本研究认为, 相比

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会显著增强人类团队

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程度。换言之, 生成式 AI 队

友所在的团队, 其人类成员在创意采择过程中更

倾向于互相借鉴并采纳彼此观点, 形成针对某一

特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致意见。现有研究表明 , 

这种互相借鉴、采纳彼此观点的倾向, 有利于减

少团队成员间不同观点的冲突, 促使团队成员针

对某一特定问题解决方案不断深化, 缩短团队成

员创意采择的时间, 加速团队成员达成一致的进

程(Brodbeck et al., 2007)。由此, 团队创意生成速

度将显著提升。但是, 人类团队成员间不同观点

的冲突越少, 团队创意采择的时间越短, 团队成

员对其他成员独特想法的关注和利用程度就会越

低, 团队创意采择阶段选择问题的局部最优解决

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 问题的全局最优解决方案

被忽略的可能性也越大(Brodbeck et al., 2007)。显

然, 这意味着团队最终形成新颖、独特、有用的

高质量新产品创意的可能性较小。由此, 团队创

意生成质量将显著降低。 

据此, 本研究认为, 人类成员创意提出的多

样程度越高越可能降低创意生成速度, 但越可能

提升创意生成质量; 人类成员创意采择的聚合程

度越高越可能提升创意生成速度, 但越可能降低

创意生成质量。此外, 基于研究 1 与研究 2 的构

想, 研究 3 还认为, 相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将会提升团队创意生成速度, 降低团队创意

生成质量。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7：人类成员创意提出多样程度会(a)降

低创意生成速度; (b)提升创意生成质量。 

假设 8：人类成员创意采择聚合程度会(a)提

升创意生成速度; (b)降低创意生成质量。 

假设 9：生成式 AI 队友会提升团队创意生成

速度。 

假设 10：生成式 AI 队友会降低团队创意生

成质量。 

为有效利用生成式 AI 智能体, 企业纷纷组织

员工接受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研究 3 将分析此方

法下, 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绩效的双

刃剑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的变化。具体而言, 麦肯

锡调查报告数据显示7, 近 40%的受访企业引入生

成式 AI 智能体后, 组织超过 20%的员工接受了生

成式 AI 技能培训。这些培训包括生成式 AI 原理

培训、知识培训、提示词(Promt)培训等内容。一

方面, 通过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 人类团队成员将

会更加了解生成式 AI 队友不受限的信息处理与

                     
7 McKinsey. (2023). The state of AI in 2023: Generative AI’ s 
breakou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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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能力, 及其观点分享时超强的数据分析与关

联信息证据的阐述逻辑, 进而避免将自己的认知

与思维限定在生成式 AI 队友提供的特定问题解

决方案中。不仅如此, 人类团队成员还可以通过

与生成式 AI 队友的持续有效互动, 在不断扩大其

信息搜索空间的同时, 提出自己的独特想法, 进

而缓解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生成质量的减

弱作用。另一方面, 通过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 人

类团队成员也将更加理解生成式 AI 队友内容创

造的本质, 明确其自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判断与

主观偏好, 也不具备情感感受与表达能力, 进而

不会对其产生包括情感交换在内的社会认同与社

会资源交换的预期。因此, 当团队成员与生成式

AI 队友意见相左时, 其他人类成员会更加将其理

解为“误解”, 而非“冲突”。人类团队成员感知的包

括关系冲突、情感冲突在内的团队社会冲突将会更

低, 包括情感交换在内的团队社会认同将会更高。

此时, 团队成员针对某一特定问题最优解决方案

达成一致的进程将会被进一步加快, 生成式 AI 队

友对团队创意生成速度的提升作用将会被增强。 

据此, 本研究认为, 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将会

对生成式 AI 队友与团队创意生成速度和创意生

成质量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相比于没有生

成式 AI 技能培训, 人类团队成员接受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会增强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生成

速度的正向影响, 减弱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

生成质量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11：当人类团队成员接受生成式 AI 技

能培训后, 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生成速度的

提升作用将会被增强。 

假设 12：当人类团队成员接受生成式 AI 技

能培训后, 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创意生成质量的

减弱作用将会被削弱。 

4  理论建构与创新 

生成式 AI 智能体以其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

双向交互的沟通能力, 以及帮助人类突破思维定

势的智能涌现能力, 逐渐像人类团队成员一样独

立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团队的互动与合作, 形成

了人机协作的多人一机新情景。生成式 AI 队友也

由此成为了新产品开发团队的重要新成员。不同

于人类团队成员, 生成式 AI 队友在内容创造逻辑

等认知特征(Raisch & Fomina, 2024)和社会类属

等社会特征上(Złotowski et al., 2017)具有其独特

性。它的加入改变了新产品开发团队原有的团队

构成, 可能会对人类团队成员互动与合作的团队

过程, 乃至团队最终的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产生

深刻的影响。针对现有研究的研究局限, 本研究

重点探究生成式 AI 队友作为新产品开发团队新

成员的影响, 从团队过程视角揭示生成式 AI 队友

对人类团队成员互动与合作的作用机制, 构建多

人一机情景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优化策略, 

主要理论建构与创新如下： 

第一, 从研究对象来看, 不同于以往研究主

要聚焦于全是人类成员的新产品开发团队, 并探

究其团队构成特征与成员个体特质的影响, 本研

究重点关注了生成式 AI 队友作为新产品开发团

队新成员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 现有相关研究

聚焦于全是人类成员的新产品开发团队, 探究了

其团队构成特征与成员个体特质的影响, 如团队

成 员 的 专 业 领 域 和 认 知 多 样 化 程 度 的 作 用

(Criscuolo et al., 2017), 富有创造力的团队成员、

关注细节的团队成员的差异化作用(Miron-spektor 

et al., 2011)。部分研究开始关注 AI 智能体的影响, 

但有的将 AI 智能体视为辅助工具(肖静华  等 , 

2018), 有的从个体层面探究 AI 智能体的作用(吴

小龙 等, 2023)。本研究突破了现有研究局限, 重

点探究了生成式 AI 队友不同于人类团队成员的

认知特征与社会特征对团队创意生成“发散−收敛

−形成”三个阶段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认为, 相

比于人类队友, 生成式 AI 队友超强的信息处理与

逻辑阐述能力(Raisch & Fomina, 2024)会抑制创

意发散阶段人类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程度; 生成

式 AI 队友社会类属不同(Złotowski et al., 2017)、

不具有主观偏好、缺乏善意(Dennis et al., 2023)等

社会特征则会增强创意收敛阶段人类成员创意采

择的聚合程度; 并最终在创意形成阶段提升团队

创意生成速度, 降低团队创意生成质量。 

第二, 从研究内容来看, 不同于以往研究重

点从个体层面探讨 AI 智能体对人类个体心理或

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从团队层面揭示了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团队互动与合作的影响机制。AI

智能体已经从单纯的决策支持工具转变为可以像

人类成员一样独立参与团队互动的合作伙伴(何

贵兵 等, 2022), 现有研究也在呼吁学者们共同深

入探究 AI 智能体对人类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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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为 等, 2024; Dennis et al., 2023)。但是, 现有相

关研究重点从个体层面探讨 AI 智能体对人类个

体心理或行为的影响, 如 AI 智能体可以帮助人类

个体克服僵化思维(托因·伊彭 等, 2023), 但也会

增强人类个体的身份威胁感 (Złotowski et al., 

2017)、工作威胁感(王才 等, 2019)等。本研究突

破了现有研究局限, 基于团队效能模型的理论逻

辑, 从团队过程的视角揭示了团队新产品创意生

成中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团队成员互动与合作

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认为, 创意发散阶段属于团

队任务过程, 生成式 AI 队友不仅会促使整个团队

形成一致认知(周详, 2021), 还会阻碍人类团队成

员提出自己的独特想法与直觉 (Brodbeck et al., 

2007), 进而加剧人类成员的团队认知固化, 降低

人类成员创意提出的多样化程度。创意收敛阶段属

于团队情感过程, 由于人类团队成员感知生成式

AI 队友不具有任何价值判断与主观偏好(Dennis 

et al., 2023), 也不具备情感感受与表达能力

(Longoni et al., 2019), 他们彼此间感知的包括情

感交换在内的团队社会认同将会被提升, 进而增

强人类成员间创意采择的聚合程度。 

第三, 从研究视角来看, 不同于以往研究侧

重于探讨一人一机情境的人机协作策略, 本研究

构建了多人一机情景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

优化策略。随着 AI 技术底层算法模型的突破性进

展, 生成式 AI 智能体可以像人类团队成员一样, 

独立参与多个人类成员的团队互动与合作, 成为

人类成员团队合作的新伙伴(许为 等, 2024), 形

成了人机协作的多人一机新情景 (Dennis et al., 

2023)。但是, 现有人机协作相关研究侧重于探讨

一人一机情境的人机协作策略, 如 AI 智能体辅

助、合作与主导等不同协作模式(Fugener et al., 

2022)。本研究突破了现有研究局限, 构建了多人

一机情景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优化策略。本

研究认为, 创意发散阶段团队合作模式将会发挥

调节作用, 即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提出

多样程度的抑制作用, 可以被名义式团队合作模

式有效缓解。创意收敛阶段团队多样化信念将会

发挥调节作用, 即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员创意

采择聚合程度的增强作用, 可以被较高的团队多

样化信念进一步强化。创意形成阶段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将会发挥调节作用, 即人类团队成员接

受生成式 AI 技能培训后, 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

创意生成速度的提升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生成式

AI队友对团队创意生成质量的减弱作用会被有效

缓解。 

总体而言, 本研究以团队视角下的生成式 AI

队友对团队新产品创意生成绩效的影响为研究对

象, 以团队效能 IPO 模型为理论逻辑, 围绕团队

新产品创意生成“发散−收敛−形成”三个阶段, 构

建了多人一机情景的生成式 AI 队友团队合作优

化策略。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团队效能模型的理论

内涵, 从团队层面揭示了生成式 AI 队友对人类成

员团队合作的影响机制, 将人机协作策略由一人

一机情境拓展至多人一机情景, 也为企业新产品

开发团队有效利用生成式 AI 队友, 我国政府全面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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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affect team new product idea gene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eam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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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AI agents, power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known as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exhibit amazing intelligence emergent capabilities. They can help humans break through 

cognitive fixedness, and thus, become new members of corporat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 teams-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However, their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on team creativity remain 

contentious. Follow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Input-Process-Output (IPO) model of team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on team performance in new product idea 

generation from the team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ree distinct phases of new product idea generation: 

divergence, convergence, and formation, this study includes three sub-studies. Sub-study 1 focuses on the 

divergence phase. It explores the cognitive fix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task processes and identifies related mitigation strategies. 

Sub-study 2 addresses the convergence phase. It examines 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behind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affective processes and proposes 

relate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Sub-study 3 targets the formation phase.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and constructs corresponding coping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advances beyond prior studies limited to the individual level by extending human-AI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from one-human-one-AI contexts to multi-human-one-AI contexts. Th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for NPD teams seeking to effectively utilize generative AI teammates, but also offer significant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implementing “AI+” initiativ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 new product idea generation, 

human-AI team collaboration strategy 


